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贵州农村贫困治理成效与制约因素研究1 

黄海燕 

(贵州财经大学经济学院，贵州 贵阳 550025 ) 

【摘 要】贵州农村贫困治理在经历了传统救济式扶贫、体制性改革扶贫、初始开发式扶贫、“八七”扶贫攻坚、

综合开发式扶贫和精准式扶贫六个阶段后，在减贫、增收、提质、改善基础设施、发展社会事业和生态建设等方面

取得一系列成效,但扶贫资金投入不足、贫困人口素质低、基础设施薄弱、体制机制不顺畅等因素制约了农村贫困

治理向纵深方向推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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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顾新中国成立 60 多年来贵州农村贫困治理所走过的历程,在经历传统救济式扶贫、体制性改革扶贫、初始开发式扶贫、

“八七”扶贫攻坚、综合开发式扶贫和精准式扶贫六个阶段后,贵州农村贫困治理成效显著，同时也面临一些制约因素。 

1 贵州农村贫困治理的主要成效 

1.1 农村贫困人口持续稳定减少 

为了客观反映贵州农村贫困治理的成效，均以同一贫困标准的年份为观测区间，对 2001 年以来的减贫成效进行分析。 

按照 2001 年 630 元的农村绝对贫困标准和 631〜872 元的低收入贫困标准，2001 年末贵州仍有 313 万农村绝对贫困人口、

558 万低收入人口。2007 年，贫困发生率为 6.5%,农村绝对贫困人口、低收入贫困人口分别下降到 216万、388 万。2008年底，

中国将 1067 元作为国家扶贫标准，对农村低收入人口全面实施扶贫政策，贵州贫困人口急剧增加到 585.35 万人，贫困发生率

达到 17.4%。在新的扶贫标准下，贵州省加大贫困治理力度，2010 年农村贫困人口下降到 418万人，贫困发生率降到 12.1%。2011

年，中国大幅将贫困标准上调至 2300 元，贵州农村贫困人口剧增到 1149 万，农村贫困发生率高达 33.4%。面对庞大的农村贫困

人口，贵州以连片特困区为主战场，大力推进扶贫攻坚，实施精准扶贫战略，到 2014 年，贵州有 25 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、

525 个贫困乡镇按照省定标准实现“减贫摘帽”，农村贫困人口、农村贫困发生率分别下降到 623万人、18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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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2 农村贫困人口收入较快增长 

贵州以农民增收为核心,实施产业化扶贫，加强对贫困地区劳动力转移培训，大力发展劳务经济，并实施易地扶贫搬迁、扶

贫生态移民工程等项目帮助贫困农户彻底脱离恶劣的生存环境，农村贫困地区尤其是贫困县农民人均纯收入快速增长。2001年，

在贫困县中仅有盘县、凤冈县、安龙县 3个县农民人均纯收入高于全省 1411.73元的平均水平；2014年，在50个国家扶贫开发

重点县中有盘县、正安县、道真县、务川、习水县、荔波、，独山、罗甸、长顺、三都 10个县的农民人均纯收入高于全省 6671.22

元的平均水平，黔南州除平塘县以外的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、遵义市所有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均高于全省平

均水平。 

1.3 贫困人口生活质量不断提高 

随着收入的增加，农村贫困人口生活质量不断提高。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年末使用住房面积从 2001 年的 20.43m2增加到’2014

年的 31.61m2,增长幅度达 54.72%。农村居民家庭年末耐用消费品拥有量均大幅增长，2001 年每百户农村居民家庭拥有彩色电视

机 25.9 台，冰箱 3.0台，洗衣机 12.7台；到 2014年，以上耐用消费品分别增长了 3.82、19.53、5.92倍。此外，一些农村家

庭还拥有热水器、摩托车、移动电话、电脑等价值较高的耐用消费，每百户农村居民家庭拥有量分别达到 19.6、48.4、218.1、

8.05。农村居民家庭每人对肉禽及制品、蛋类及蛋制品、水产品等主要消费品的消费量也从 2001 年的 26.55、1.27、0.32kg 分

别增加到了 33.22、3.57、1.01kg。 

1.4 贫困地区基础设施明显改善 

贵州以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为主体，重点改善以水、电、路、农田水利设施等为重点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。2001 年，

全省自来水受益村数、通汽车村数、通电话村数、通有线广播村数分别为 15795、20149、11386、6451 个，分别占总村数的63.46%、

80.95%、45.75%、25.92%,到 2014 年，以上比例分别提高到 84.51%、98.57%、95.42%、46.1%。全省有效灌溉面积和农用机械总

动力分别从 2001 年的 65.98 万 hm2、647.93 万 kw大幅提高到2014 年的 142.95hm2、2458.4 万 kw,分别增长了2.17、3.79 倍。

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，实现了乡乡通宽带、行政村通电话。 

1.5 贫困地区社会事业长足发展 

“治贫必先治愚”，消除文化贫困，根本出路在于向农村输入新的文化、知识和价值观念。贵州不断加大社会事业资金投

入，努力改善农村贫困人口的基本素质。2013 年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7.28 年，比 2001 年增加 1.11年，平均每百个劳

动力中文盲或半文盲 10.5 人，比 2001 年减少 9.67人，农村劳动力素质逐步提高。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参合人数与参合率快速上

升，2003 年贵州启动农村新型合作医疗试点工作，2005 年试点县只有 10 个，参合农民 226 万人，参合率只有 63.71%,到 2014

年已经实现农村医疗点的村级全覆盖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人数为 3247.4 万人，参合率达到 98.9%。全面建立和实施了“三

位一体”的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、基本养老保险制度、农村季节性缺粮户粮食救助制度，2014 年有 416 万农村贫困人口

享受低保政策。 

1.6 贫困地区生态建设成效凸现 

贵州省以生态文明理念引领扶贫开发，致力改善贫困地区生态环境。2000 年以来，累计完成 240 万 hm2 的营造林任务，森

林覆盖率从 2001 年的 32.63%提高到 2014 年的 49%,在全国排名 15位，连续 14 年保持年均增长 1 个百分点以上。2001~2011 年

对 9.61 万户、42万农村贫困人口实施了易地搬迁扶贫，2012年 5月启动扶贫生态移民工程，2012〜2014年实施移民搬迁10.21

万户、42.44 万人，从源头上杜绝了人为因素对生态环境的破坏，为生态系统自我休养生息赢得了时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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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贵州农村贫困治理的制约因素 

2.1 资金投入与需求缺口较大 

农村贫困治理的成效与扶贫资金投入量大小密切相关。虽然中央和省级财政逐年加大了对扶贫开发的投入，2010~2014年，

中央投入贵州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128.5 亿元，省级财政投入 944 亿元，在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支出中所占比重为 7.1%，但贵州贫

困面广、贫困人口数量多且贫困程度深，政府投入的扶贫资金远远不能满足异常艰巨繁重的扶贫开发需求。贵州是“欠发达、

欠开发”省份，从省到地县，财政都非常困难，制约了对扶贫开发工作的资金投入。农村贫困治理是一项社会民生事业，主要

显现的是社会效益，由于资金的逐利性，金融资本较少涉入该领域，贫困农户难以真正获得金融支持。 

2.2 贫困人口自身综合素质低 

我国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一直向城市倾斜，对农村的人力资本投资十分有限，致使农村人口接受教育、知识和技术培训机会

少，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。2013 年，在贵州农村劳动力中，文盲或半文盲占了 10.5%,小学程度占了 37.91%,初中文化程度为 42.87%,

文盲或半文盲及小学文化程度以下的农村劳动力所占比重将近一半。在贫困地区生态环境和水质较差，公共卫生服务落后，贫

困人口的生理素质也较为低下。综合素质低下又会形成落后的道德水准、社会风气、价值观念等，政治参与意识淡漠或能力不

足，进一步加剧了贫困人口自身素质的低层次性和弱质性，缺乏适应现代生产方式的谋生技能，转产转业十分困难。 

2.3 贫困地区基础设施较薄弱 

剩余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弱，贫困程度极深且大多分布在生存条件恶劣的地区。受限于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，贫困人口

集中分布的武陵山区、乌蒙山区、滇桂黔石漠化三大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，这些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及运行成本高，建设道路、

水利等工程不仅造价高且易受自然灾害损毁而导致重复投资，而且基础设施建设还会对脆弱的生态环境造成破坏。贫困地区的

基本农田水利设施、人畜饮水、交通等生产生活基础设施建设滞后，“住房难、上学难、看病难、行路难、饮水难”等问题仍

然存在。基础设施落后使贫困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低下，短时期内难以彻底摆脱贫困。 

2.4 农村扶贫体制机制不顺畅 

一是在现行的农村扶贫体制下，扶贫资金和项目分属多个部门管理，多头管理造成协调成本高，资源整合难度大；二是扶

贫对象瞄准机制不健全，因精准扶贫战略还处于探索阶段，扶贫对象锁定不准，对贫困对象的个体瞄准有所偏离。三是尚未建

立扶贫开发长效机制，扶贫仍然“重物质”扶贫，“轻精神”扶贫，对贫困人口教育、医疗卫生、科技等社会公共服务供给不

足，考察扶贫效果时以脱贫人数为依据，忽视了扶贫质量；四是扶贫监督评价机制不健全，对扶贫项目构成、扶贫资金流向、

扶贫项目实施效果等没有形成及时有效的监督和评价，且缺乏对实施项目的后续管理，造成扶贫资金使用绩效不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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